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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的探索与形成

李维武

摘 要 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对哲学有着不同的看法，进而以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主要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根据，再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史观发展为

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由此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创立“实

践论”哲学体系，使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使中国共产党

具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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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就在于中国

共产党有着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中国化的悠久传统，经过不断探索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基

础。这个哲学基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基础的最核心内容，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

论，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人拥有了战胜艰难险阻、赢得伟大胜利的“看家

本领”，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然而，这个哲学基础的形成并非易事，是中国

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思想结晶和理论成果，其中涉及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哲学在20 世纪的存

在、作用与发展？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的探索中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才拥有了

自己的“看家本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对党的哲学基础的形成过程进行深入反思和认

真总结，其意义不仅在于回顾和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历史，而且还在于进一步发展21 世纪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素养和思想建设。

一、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哲学的不同看法

距今一个世纪前，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南陈北李”号召下集合起来，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

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和把握，是从唯物史观开始的。这些先

驱者虽然都认同唯物史观，主张以此作为党的思想旗帜，但却对于哲学在20世纪的存在、作用与发展有

着不同的看法，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哲学、唯物史观是不是哲学等问题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大概是很难想象和理解的；但在百年之前，由于中国哲学刚刚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

交由近代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如何在20 世纪开展尚在初步的探索之中，哲学要不

要作为形而上的观念形态继续存在，确实是当时中国哲学界所热烈探讨的一大问题。这种对哲学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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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看法，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使他们在认同唯物史观的同时又对唯物史观产生了不

同的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不仅在政治上表现出不成熟，而且在思想上表现出不成熟。

在当时，一部分中国哲学家深受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主现代形态中国哲学走科学

化、实证化道路，成为与实证自然科学相类似的学问。这种科学主义的哲学走向，在严复开创现代形态

中国哲学时，就已鲜明地表现出来。新文化运动对“科学”新价值观的大力倡导，进一步促成了以丁文

江、胡适、王星拱为代表的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兴起，把哲学科学化、实证化的主张推向极端。这种科学主

义的哲学走向，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中也有明确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最有代表性者莫如党的主要发

起者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陈独秀本是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新价值观的首倡者，从运动伊始就标榜“以

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1］（P135），主张以实证自然科学取代哲学，认为“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

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2］（P124）。1921 年6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答皆

平》的通信，专门谈了自己对哲学的看法。他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

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即泰戈

尔——引者注），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今后我们对于

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

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杳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

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我们快醒了！”［3］（P820）在这里，陈独秀虽然主要是不赞成“形而上的哲学”，

但实际上是只承认科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而否定了哲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

中，邓中夏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说：“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

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分——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已被科学直接的或间

接的打得烟消灰灭了。现今所残留而颇能立足的方法论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学的花衣，或者受过了科学

的洗礼”［4］（P177）。他由此而认为：“哲学已是‘寿终正寝’，索性把哲学这一个名辞根本废除，免得玄学

鬼像社鼠城狐一样，有所凭借，有所依据。”［4］（P177）邓中夏对哲学的否定态度，比陈独秀还要坚决。

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划清界限，认为唯物史观并不是哲学。

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汉俊就持这种看法。他在《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一文中指出：

“‘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是不是哲学家？马克斯底学说是不是哲学？’这是马克斯批评家们所热

心议论的问题，也是各学者们意见分歧毫不一致的问题。但马克斯和因格尔斯（Engels）（即恩格斯——

引者注）自身对于这个问题却答复得很明白，据他们底意见：所谓哲学，到了赫格尔（Hegel）（即黑格尔

——引者注）就达到了极顶，自此以后，哲学底地位就由科学替代了。福伊尔巴哈（Feurbach）（即费尔巴

哈——引者注）就已经说过：‘我底哲学是无哲学。’马克斯、因格尔斯，也不过是由福伊尔巴哈底这个态

度更进一步，用具体的科学替代了抽象的哲学，成就了福伊尔巴哈这主张罢了。……马克斯底学说不是

抽象的哲学，乃凡具体的科学，而又是一切哲学底后继者。”［5］（P527）在李汉俊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结也就是全部哲学发展的终结，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哲学”，而是“具体的科学”。由此来看唯物

史观，他不仅明确地认为“唯物史观不是哲学”［5］（P527），而且特别地强调“唯物史观不是哲学的唯物论”
［5］（P528）。李汉俊说：“有许多人把马克斯底‘唯物史观’混为哲学的唯物论，这是绝对的错误。唯物史

观是论精神如何随社会状态、随生产方法、随生产器具、随劳动、照一定的轨道而进的问题的，哲学的唯

物论是肉体与精神、物质与心灵、神与世界的事情的。唯物史观是间或一时期发生若何思想是什么道理

的，哲学的唯物论是要解答思想与物质间的关系如何，思想底起源如何的问题的。这两者之间有绝对的

区别，是不可互相混同的。”［5］（P528）因此，他把唯物史观称为“马克斯科学”，认为“马克斯科学，就叫作

‘唯物史观’，亦叫作‘辩证法的唯物论’或‘进化的唯物论’”［5］（P528）。李汉俊的这篇文章，今天保存在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的《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中，从一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早期共

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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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部分中国哲学家不赞成这种科学主义的哲学走向，认为哲学作为形而上的观念形态不

可能为科学所取代，在20世纪仍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仍然值得重视和研究。例如，在20世纪第二

个十年中，杨昌济就认为哲学极为重要，不是实证自然科学可以取代的，因而大力提倡哲学的存在、作用

与发展。1914 年，他发表《劝学篇》一文，就把哲学作为“劝学”的一大要务，称：“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

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

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

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6］（P200）1916 年，杨昌济发表长文

《哲学上各种理论之略述》，论析西方近现代哲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各派理论，对全面了解西方近现代

哲学的开展与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1920 年，杨昌济逝世后，李石岑又将此文在《民铎》上再次连载，可

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今天看来，杨昌济这些著述及其思想产生的真正影响，严格说来，不是在当时

的中国哲学界，而是在他的最得意的学生毛泽东和蔡和森身上。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和蔡和森都是关注哲学、爱好哲学的新青年。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致

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即言：“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

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7］（P86）又进而就

“立志”问题谈到哲学的重要性：“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

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

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

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7］（P86）因此，青年毛泽

东主张“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7］（P87）。这个“大本大源处”，就是研究哲学以求“宇宙之真

理”。因此，他主张通过“普及哲学”［7］（P87），使“人人有哲学见解”［7］（P88）。正是这种对哲学的重视和

关注，使毛泽东和蔡和森在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中最先思考和探讨了党的哲学

基础问题；更使毛泽东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后，始终都重视和强调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普

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杨昌济作为著名教育家和哲学家的最大成功之处。

二、发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由于一些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特别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只承认科

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而否定哲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甚至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划清界限，这就使

得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文献中，很少有涉及党的哲学基础的内容。唯有关注哲学、爱好哲学的毛泽

东和蔡和森，在往来于法中两国间的书信中，十分认真地探讨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920 年年初，蔡和森到达法国开始勤工俭学，随即以“猛看猛译”［8］（P56）的勤奋刻苦精神，钻研马

克思主义原典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对法文版马克思主义文献进行搜集、研读与翻译，很快就译出了一

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系统深入的了解。据同一时期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

会员李维汉回忆，约在这年8月与9月间，他就阅读了蔡和森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9］

（P479）。蔡和森也由此成为新民学会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也就在1920年的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写了两封长信给毛泽东，详细阐发自己对“主义”的

选择，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在前一封信中，他指出：“我以为先要组

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

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8］（P57）在后一

封信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思考，指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

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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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

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

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8］（P67）他所反对的“唯理派”和“唯理观”，就是今天所说的唯心主义。蔡和森

进而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指出，共产党领导革命必须以唯物史观为其思想先导，在信中列出了一个公

式：“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8］（P68）
对蔡和森的两封来信，毛泽东都进行了认真思考，并先后回信予以明确的呼应和支持。特别是对蔡

和森后一封来信，毛泽东评价尤高。在1921 年1 月21 日致蔡和森的复信中，他热情洋溢地写道：“你这

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0］（P15）对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的看法，毛泽东

尤其深表赞同，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

动。”［10］（P15）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虽然十分简明，但却意味深刻。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吾党”，指的是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最早使用

“吾党”概念的是陈独秀。1920 年 8 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陈独秀发起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

立；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书写中，这个最初的党组织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1 年7 月在上海举

行的中共一大就是由它发起和筹备的。与之同步，陈独秀实现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改组，指派中共最早

的党员陈望道、李达、沈雁冰（茅盾）、李汉俊进入并主持了编辑部；因而《新青年》从这年9 月出版的第8
卷第1号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实际掌握的理论刊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份理论刊物。陈

独秀在这一号《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两篇文章。《谈政治》的亮点在于集中地阐

发了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于时局的我见》的亮点则在于提出了“吾党”概念，并阐述了“吾党”

的政治主张，宣称：“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

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2］（P166）这里的“吾党”，显然是指正在陈独秀领导下秘密筹建

中的中国共产党，但当时的一般人们并不知晓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毛泽东由于受陈独秀之邀参与

了中共的创建活动，因而了解陈独秀所用“吾党”概念的含义，并在致蔡和森的信中也如此使用。不仅如

此，毛泽东还在信中明确地告诉自己的好友：“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引者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

织。”［10］（P15）与当时党的其他创建者相比，毛泽东的独到处、高明处和贡献处，首先就在于提出了“唯物

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明确地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有自己的哲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唯物史观。

毛泽东还在信中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特点，这就是立足于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

被人摇动”。在这里，他发挥了蔡和森的“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的主张，进一步提出了以是否立

足于事实而得到证实作为划分唯理观与唯物观的界线，认为唯物观因为立足于事实而“能证实”，唯理观

则由于不立足于事实而“不能证实”。这里的“能证实”或“不能证实”，也就是能否得到现实的实践和经

验的支持。毛泽东进而以无政府主义为例，说明了何谓“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他说：“我现在不

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

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

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

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

的理由呢。”［10］（P15）这就以近代工业组织的实践活动，来说明无政府主义国家理论由于不立足于事实

而“不能证实”，因此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在毛泽东看来，唯理观正如同无政府主义那样，

由于不立足于事实而“不能证实”；唯物史观则恰恰相反，是立足于事实而“能证实”的唯物观。

由此可见，毛泽东说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确实是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共产

党的极端重要性，代表了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认识。正是这样，毛泽东对这些法

中两国间的来往书信十分珍视，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时都加以收录，并对一些书信加了提示性

标题。对蔡和森的这封信，他加的提示性标题最为醒目：“共产党之重要讨论”［9］（P153）。尽管这些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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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只是好友之间的思想交流，即使收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以后，阅读者大概也不会超出新民学会

的范围，但由于毛泽东、蔡和森和新民学会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重要作用，更由于后来毛泽东对中国

共产党的哲学基础形成作出了决定性贡献、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这些思

想交流确实成为具有中国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讨论，他们的这些通信也成为至今能看到的探讨党的

创建问题的最重要文献。毛泽东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瞻远瞩、宏才大略，也由此可见一斑。

三、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从哲学上重视唯物史观

毛泽东和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的探讨，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在这方面产生了

大的影响、使中国早期共产党人获得对哲学的新认识新理解的启蒙者，则是当时与陈独秀齐名的李大

钊。李大钊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

和早期领导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已经定格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荣历史的书写中。但是对哲学的

理解、对唯物史观与哲学关系的理解、对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意义的理解，李大钊都有自己独到而深刻

的思考和专门的阐发，表现出与陈独秀明显高明的地方。

在实证自然科学发达昌明的20 世纪，人们应当如何来看待哲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李大钊作为

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固然也力主“科学”新价值观，但却没有像陈独秀那样，强调以实证自然科学取代

哲学，而是相反，认为哲学仍然有其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不会为实证自然科学所最终取代。1923
年，李大钊在《史学与哲学》演讲中说：“哲学仿佛是各种科学的宗邦，各种科学是逐渐由哲学分出来的独

立国。哲学的领地，虽然一天一天的狭小，而宗邦的权威仍在哲学。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两者

的性质上区别虽经确立，不容相混了，然而二者的界限，却并未如长江大河为之截然分界。”［11］（P295）
1924年，他在《史学要论》一书中说：“哲学的考察与科学的考察，本来不同。哲学的考察，是就一切事物

达到某统一的见地，由其见地观察诸般事物的本性及原则者；而科学的考察，则限于必要时，假定某原则

定理，专本于特殊研究以说明某种特定事物的性质及理法者。”［11］（P418-419）因此，李大钊认为哲学在

20 世纪仍然具有科学所不及的重要作用：“哲学是于科学所不能之处，去考察宇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理

的。”［11］（P259）“吾人于科学之外，还要哲学，还要攻究世界的原理就全体而与吾人以统一的智识关于一

切事物为根本的说明之哲学。”［11］（P419）这就通过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梳理，阐明了哲学在20世纪继续

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指出了哲学不会为科学取代的历史走向。

在哲学诸分支中，李大钊最重视的是历史观。他从史学与哲学的联系上，对历史观问题作了较深入

的阐发，强调历史观本质上是对历史的哲学思考。李大钊说：“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

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

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

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

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

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

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12］（P227）这就是说，历史观实是对历史上的社会生

活作一种总体性和形上性的理解和阐释，这是一种哲学性质活动的产物。正是这样，李大钊进而指出，

历史观并不是在一般的历史研究中就可以产生出来的，而是由哲学家对历史作总体性和形上性的思考

所提出的。在《史学与哲学》演讲中，李大钊说：“史学家的历史观，每渊源于哲学。”［11］（P295）他在《史学

要论》一书中谈到史学与哲学的多种联系时，就专门列有一条：“史学家恒由哲学得来历史观”［11］

（P416），并认为“哲学实为可以指导史的研究、决定其一般倾向的历史观的一个主要的渊源”［11］（P414）。

总之，在李大钊看来，历史观在本质上属于哲学的范畴。

因此，李大钊又把历史观称为历史哲学。在《史学要论》一书中，他对历史哲学在哲学与历史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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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作了细致的论析。李大钊说：“历史哲学是由统一的见地而观察历史事实者，是依哲学的考察，就

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为根本的说明、深透的解释者。”［11］（P417）这就是说，历史哲学一方面与历史学

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属于哲学的内容。因此，他既反对把历史哲学与哲学分开，认为“在严密的意义上的

历史哲学，不当视为属于一个特殊科学的史学，当视为构成哲学的一部分者”［11］（P417）；又强调历史哲

学不能脱离历史学，认为“严正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间的关系，恰如严正的自然哲学与物理学间的关

系”［11］（P419）。这种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具体联系在于：“历史哲学，有时要借重历史科学研究的结

果，利用其所供给的材料；历史科学，研究到根本问题的时候，亦要依据历史哲学所阐明的深奥高远的原

理，以求其启发与指导。”［11］（P419）李大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故吾人于历史科学之外，承认为哲学组

织的一部之历史哲学存在，承认二者不可偏废。研究历史哲学，是哲学家的责任；研究历史科学，是史学

家的责任。然二者之间，固有极密切的关系，其互相辅助互相资益的地方甚多。”［11］（P419）
具体到唯物史观，李大钊认为也当如此看待。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的一种”［11］

（P295），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即黑格尔——引者注）

的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明证。”［11］（P296）因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实也就是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在《史学思想史》讲义中，李大钊即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称为“马克思的历史

哲学”［12］（P303）。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哲学的一种，就不同于一般形而上学，不是一种纯思辨

的玄想，而必须与具体的历史科学相联系，必须依据历史科学研究的成果及其所提供的材料。李大钊进

而指出，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其阶级斗争理论、剩

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都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前提。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即“彻头彻尾以他那

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12］（P23）；而“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12］

（P18）。这样一来，李大钊就通过对哲学的理解、对唯物史观与哲学关系的阐发，说明了唯物史观作为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中，深受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影响的瞿秋白也十分重视哲学，不仅把历史

观视为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且强调要从宇宙观来理解哲学，包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唯物史观。

1923 年，瞿秋白受中共中央派遣出任国共两党联合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主任，开始在上海大学讲授

“社会哲学概论”等课程，并在授课基础上撰成相关讲义，交由上海书店出版。在《社会哲学概论》讲义

中，瞿秋白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阐发。在他看来，哲学不仅古已有之，而且在科学各门

类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后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他说：“实际上哲学并没有什么高深，最初

不过是一切智识的总称。随后智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各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

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于是初民的常识一变而成‘深奥微妙’的玄谈，——这也不过

表面上看来是如此。科学分工的结果，使哲学渐渐能成为综合一贯的智识，有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

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之倾向；更因科学进步而智识系统日益严密，于是哲学——所谓‘求宇宙根

底的功夫’愈益得以深入。”［13］（P310-311）由此而进，瞿秋白向中国人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正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发现了历史变动的“现实的物质基础”［13］（P339），从而揭示了“历

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相斗的阶级都是生产和交易之关系的产物”［13］（P339），形成了“唯物哲学之历史

观”［13］（P339）。因此，他认为：“社会哲学——现代的社会之综观及将来的社会之推究，应当：（一）先从

哲学上之宇宙根本问题研究起；（二）继之社会现象的秘密之分析；（三）再进于社会主义之解说。”［13］

（P340）这就是说，只有首先说明本体论问题，才能深入说明历史观问题；只有先讲清楚辩证唯物主义，

才能讲清楚唯物史观；只有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才能由空想成为科学。在瞿秋白看来，“研究社会现象

的时候，尤其应当细细的考察这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他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13］

（P334）。这样一来，他就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从逻辑上贯通了起来。

在李大钊、瞿秋白作出这些阐发的同时，陈独秀对哲学和唯物史观的认识和理解也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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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11 月，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总结科学与玄学论战，从论战中科学派与玄学派环绕

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论争出发，对哲学的存在、作用与发展进行了反思，指出：“有人把科学略分为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类。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

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2］（P548）他所

说的“有人”，实则是指陈独秀本人。在这里，陈独秀把自己倡导和高扬的科学，由实证自然科学扩大为

实证自然科学和实证社会科学；同时把哲学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属于实证社会科学的哲学，这

主要是指“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另一个部分则是不属于实证社会科学的哲学，这主要是

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在这两部分哲学中，陈独秀肯定和赞成前者，认为唯

物史观是“完全真理”［2］（P554）；否定和不赞成后者，认为本体论、宇宙论、形而上的哲学都是玄学家的

“胡想乱说”［2］（P548）。

尽管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对哲学的理解并不相同，特别是瞿秋白和陈独秀在宇宙观问题上各持

一说，但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这个哲学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这一点上终于达成

了一致。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就开始建立并凸显出来；毛泽东提出的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也就成为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共识。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

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从哲学上重视唯物史观，进一步推动了自五四运动后兴起的唯物史观的传播、发

展和中国化，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的思潮和派别——唯物史观

派。唯物史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学理上对唯物史观展开了不同维度的阐释，如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

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李

达以《现代社会学》建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瞿秋白从唯物史观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他们的这些

工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程，对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初步的阐发。

唯物史观派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进行初步阐发时，遭遇到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

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到过中国，他们的理论中不可能包含那么多关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和革命

实践的直接指示，那么作为普遍真理的唯物史观，如何能够满足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需要、成为

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呢？这个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更具体地说，也就是马克思主

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道难题。

早在1923 年，李达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深感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由此撰写了《马克思学说与

中国》一文，将这个问题概括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14］（P202）的论题，明确地提出来加以探讨。他在文

章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

中国共产党筹画，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

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14］（P211）在李达看来，即使是《共产党宣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也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直接的计划和方案；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照抄照搬《共产党宣言》来指导中国革

命，而必须按照目前的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1848年为欧洲各国共产党人制订的计划，从而制定出适

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方针和政策。沿着这一思路，李达继续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开始明

确提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问题。1929 年，他撰写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社会之基础知

识》两书出版。在前书中，李达明确提出“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14］（P488）；在后书中，李达则从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进而提出“考察目前中国的出路”［14］（P558）问题。李达的这些探索，使中国问

题的特殊性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来，使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

系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下功夫探讨的重大问题。

李大钊也是如此。他不仅从理论上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介绍和阐释，而且努力运用这个新历史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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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探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思考和解答中国问题。他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说：“应该

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

迫之下救济出来。”［11］（P376）在他看来，用唯物史观来思考和解答中国问题，不是要把唯物史观作为一

个公式来套，而是要从中学得马克思的方法，运用这个方法从现实中探寻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1926
年，他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的开篇就明确提出了这一点：“马克思批评当代历史事实的论

文，是无产阶级研究马克思的人们绝好的材料的宝藏。我们现在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

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从此我们不仅可以得

到他的公式，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怎样的应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历史事实，整理那粗生

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15］（P97）这表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

是将其作为乱套一气的公式，还是作为指导实践的方法，也就是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如何

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在李大钊那里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

毛泽东在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后，把主要的精力都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并从

1927 年起成为党在革命武装斗争第一线的主要指挥员，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

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同样遭遇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

题、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因而十分重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认识中国

的实际情况来开展中国的革命实践，并于1929年提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

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16］（P74）；又于1930 年撰写了哲学名篇《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

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7］（P115），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7］（P109），告诫中国共产党

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

动主义。”［17］（P112）毛泽东为此亲自深入革命根据地进行调查研究，直接了解各地的具体情况，撰写了

《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著名调查报告，有力地指导了中国土地革

命战争开展。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中国社会的工作，在今天仍然为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评价，正如习近平所

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我国社会

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18］

但是，这种在唯物史观范围内的努力探索，还是难以回答和解决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

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这种探索还没有上升到一般哲学理论的高度，不能

运用一般哲学理论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

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阐明。只有从一般哲学理论上说明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对马克思主义

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阐明，真正讲清楚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

如何能够满足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这个一般哲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这一点，尽管瞿秋白早在

1923年就已指出，但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世界兴起了唯物辩证法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兴奋点由唯物史观移至辩证唯物主义，才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赞

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的普遍性认识。在这一运动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中国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翻译了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同各种否定和曲解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思潮展开了论战，进而有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作为标志性成果相继问世，

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态，运用作为一般哲学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明理论

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本质而深刻的阐明。

艾思奇和李达的这两部著作，尽管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发并不一致，艾著由本体论而认识论而方法

论，李著由本体论而方法论而认识论，但都在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意义的同时，力主以实践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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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中转化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普遍

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艾思奇指出，“哲学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19］

（P137），因而“哲学上的认识和态度，是最普遍的，最有一般性的”［19］（P138）；若要阐明辩证唯物主义需

要分三步进行：“第一步要先讲世界的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是物质吗？是精神吗？这一步的讨论叫作

本体论；第二步讲我们是怎样能认识世界上的一切？这一步的讨论叫作认识论；第三步讲世界的一切以

及我们人类的思想等等是怎样变化运动，是依着什么法则变化运动的？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

普遍最根本的变化法则是什么？这一步的讨论叫作方法论。”［19］（P140）李达则指出，唯物辩证法就是

“世界观与方法的统一”［20］（P90），不仅“是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20］（P10），而且“是一切科学的方法论”
［1］（P282）。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态，李达更倾向于称之为“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学大

纲》中是如此，在后来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中亦如此。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李达重视辩证唯物主义所

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主张从唯物辩证法中转化出方法论。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作了着重探讨，指出只有以唯物辩证法

来阐发唯物史观，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对唯物史观作出正确的理解，说明理论与实

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阐明。这就

是：“历史唯物论是在最一般的大纲上，反映出统一的社会史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法则，反映出特殊的、

异质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及其转变的根本法则的理论。在这种处所，一般与特殊之间，成立了正确的

关系。”［20］（P302）因此，只有注意处理好具体与抽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才能正确运用唯物史观来

认识社会历史运动，使之成为认识社会历史运动的有效方法。李达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从科学的认

识论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历史唯物论所以能成为社会现象的认识方法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由。”［20］

（P303）从对唯物史观的这一理解出发，李达在探讨中国问题时，十分强调从唯物辩证法中转化出方法

论，处理好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具体与抽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为此，他在与《社会学大纲》同时撰

写的《经济学大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要获得那种客观的正确的指导的理论，就必须把捉住一

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的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期建立普遍

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21］（P24）他在这里提出的“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不仅是经济学研究

的重要原则，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革命实践、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相结合的根本

性原则。李达以唯物辩证法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

的关系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阐明，正是依据这个根本性原则。

毛泽东虽然由于身处革命武装斗争第一线而无法直接参与唯物辩证法运动，但这一运动所促成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这种发展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的重要

意义，很快就为他在胜利结束长征后所发现和把握。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出现的多

次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了灾难性的危害；而从思想根源上克服这种危害极大的教条主义，使

党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不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就需要在党内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和学习，使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般哲学理论上懂得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学会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

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1937年6月，毛泽东在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路线和传统时指出：

“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

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16］（P508）他由此提出了党的哲学建设的大目标：

“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16］（P510）。也正是这样，毛泽东对《大

众哲学》和《社会学大纲》十分重视，不仅自己反复认真研读，而且还向党的领导同志大力推荐。张闻天

夫人刘英回忆说：“有一次，毛主席看望闻天，便带了一本《大众哲学》，毛主席对他说：‘这是一本青年人

写的哲学书，是通俗的书，写得很好，你可以看看。’闻天感觉到这本书好就好在它写了马列主义和中国

实际相结合，写了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够使人从马列主义思维方法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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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析问题。”［22］（P120）这则回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形成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共识。

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就开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看到了辩证

唯物主义作为一般哲学理论，能够有效地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

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阐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

五、毛泽东“实践论”的创立与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的形成

毛泽东在重视吸取唯物辩证法运动思想成果的同时，并没有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史观发

展到辩证唯物主义为满足，而是进一步探索何以能够更有效地以辩证唯物主义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更本质、更深刻的阐明。正是在这一

探索中，毛泽东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

《大众哲学》和《社会学大纲》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

阐发虽然不一致，但都是从本体论出发来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这种逻辑结构的形成，除了理论的原因

外，还有现实的原因。这就是在唯物辩证法运动兴起的同时发生了唯物辩证法论战，张东荪从人文主义

哲学立场出发，叶青从科学主义哲学立场出发，以相互争论、殊途同归的形式，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

己的本体论，这对当时中国人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性。这就使得艾思奇、李达

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以此作为系统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着重点。

当毛泽东在胜利结束长征后集中精力思考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他面对的思想上的敌人，

已不再是张东荪、叶青之流，而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产生，从哲学根源上看，主

要来自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

想为主要的目标”［17］（P299）；“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

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

对这些错误思想”［17］（P295）。因此，毛泽东固然重视吸取唯物辩证法运动的思想成果，重视研读艾思

奇、李达的有关著述，但又有着自己的哲学提问，有着自己的致思特点，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这就是他

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把认识论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最主要内容来讲，

凸显了认识论、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从而更有效地以辩证唯物主义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

系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阐明。

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移过程，在毛泽东于 1937 年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

纲）》中，以浓缩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个提纲共分三章十六节，从第一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开始，到后

面的“物质论”“运动论（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诸节，前十四节都是提纲形式的

论述；唯有最后两节“实践论”和“矛盾统一法则”是对哲学问题的详论，形成了最能代表他的哲学思想的

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可见，正是在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过程中，毛泽东通过研究马克

思主义哲学、消化唯物辩证法运动的思想成果，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革命实践、文化

传统和哲学传统更好地相结合，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予以了着重阐发和鲜明凸显，使之成

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核心的内容，由此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提纲内容上的这一逻辑变化，

正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向认识论的历史变化。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不是仅仅出于应对中国共产党

内思想分歧的实际需要，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因而具有理论的合理性。这个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作为世界观的唯物论与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是统一的。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对此作了反复强调，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

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23］（P29）；“辩证法唯物论，不但主张物质离

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而且主张物质是变化的，成为整个完整系统的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就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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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哲学”［23］（P31）；“唯物辩证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

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

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23］（P28-29）。毛泽东不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实质归结为方

法论，也不赞成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宇宙观，而是强调宇宙观与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统

一性，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23］（P29），是“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

和方法论”［23］（P32）。正是这样，毛泽东十分重视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并赋予

其以中国化的表达。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即

逻辑的方法——引者注），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

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

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

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即逻辑学——引者注），也是一个东西。”［23］（P30）因此，毛泽东

的“实践论”哲学体系，虽然也强调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是世界观，主张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

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但更重视辩证唯物主义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在认识论和方法论

上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实

践论》和《矛盾论》作为全部提纲归结的缘由。

当然，毛泽东的“实践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不只是重复列宁的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更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革命实践、文化

传统和哲学传统相结合的丰富内容，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更有效地说明了理论

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更本质、更深刻的阐明。

首先，毛泽东讲人的认识活动，不仅是以个体的人作为认识主体，更是以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中

国人民作为认识主体，因而不仅看到这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也不仅看到这是一个

“特殊——一般——特殊”的过程，而且还看到这是一个“群众——领导——群众”的过程，这三个过程在

人的认识活动中是统一的。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

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

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

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4］（P899）这就把认识论、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融

会贯通起来，鲜明地凸显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中

国共产党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论路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

史观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其次，毛泽东进而将这种认识论转化为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认识论。1938 年10 月，毛

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

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25］（P533）1940 年1 月，他在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进

一步阐发了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认为应当把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结合起来

形成历史认识论，这就是：“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

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25］（P663-
664）他为此引用马克思的两段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一段话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25］（P664）；另一段话出自马

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

①马克思这段话今天通用的汉语译文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6］（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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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①［25］（P664）毛泽东由此指出：“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

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

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25］（P664）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两篇名著中所

集中阐发的中国历史观和中国文化观，正是由此而形成的。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从把握“中国的历史特

点”［25］（P663）、“认清中国的国情”［25］（P633）出发，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出一整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的军事理论、革命理论、国家理论、文化理论、群众路线，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

认识中国国情、分析中国局势、指导中国革命、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论。

再次，毛泽东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把中西古今的哲学智慧予以了吸取、融会、贯通。例如，他在《矛

盾论》中为阐明“全面地看问题”［17］（P312）的道理，作了一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论说：“孙子论军事

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

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

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

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

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

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

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②［17］（P313）
在这一段论述中，毛泽东将孙子之言、魏徵之论、《水浒传》的故事、古希腊的典故和列宁的重要思想贯通

一气，既生动又深刻地阐明了“全面地看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使之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和运用。

可以说，只有毛泽东才能写出这么一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圆融为一体的精彩哲学论述。

而尤为重要的地方在于，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

学由一般性的理论转化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方法，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马克

思主义哲学里面“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24］（P801）。他运用“有的放矢”这个成语，来生动地说明这一

方法论的指向。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

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

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

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

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24］（P819-820）在这里，毛泽东既不赞

成“无的放矢”，也不赞成“赞矢不放”，而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认为只有

这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革命实践、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通过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由此而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

从而更有效地以辩证唯物主义说明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问题特

殊性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阐明。这样一来，就找到了克服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

正确的思想方法，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他所说的：“如果辩证法唯物论

被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们之广大革命分子所采取的话，那么，他们

就得到了一种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

命的任务，团结自己和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

①马克思这段话今天通用的汉语译文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7］（P57）
②列宁这段话出自《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今天通用的汉语译文是：“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

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28］

（P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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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23］（P32）；相反，“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

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

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29］（P344）
这个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正确的思想路线表明，正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哲学体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

人走向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途的思想指南，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思

想上走向成熟的历史性标志。

六、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探索与形成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经过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基础，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

这个哲学基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基础的最核心内容，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使

中国共产党具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人拥有了战胜艰难险阻、赢得伟大胜利的“看家本

领”，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习近平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30］（P4）这就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重申了这个哲学基础的极端重要性。这确确

实实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中国共产党形成这个哲学基础并非易事。尽管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党

的哲学基础问题，但到他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不论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对他本人来说，都经历

了艰苦的思想探索过程。就中国共产党言，由最初对哲学有着不同的看法，到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重要，由以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到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史观发展为

辩证唯物主义，由以本体论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着重点，到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移

至认识论，其间留下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上下求索的足迹，一些探索者还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就毛

泽东本人言，由最初提出“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到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

学的根据”，再到注重开展调查研究以认识中国，终至形成“实践论”哲学体系，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

的哲学探索过程。因此，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的形成，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集体奋斗，毛泽东无疑是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奋斗的最杰出代表者。对这个来之不易的“看家

本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倍加珍惜，下功夫学到手、用到家，千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失去自信，

以为人家有更好的宝贝而我们不如人家。

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既然是在探索中逐渐形成的，那么这种探索也还会继续下去。毛泽东在创

立“实践论”哲学体系时就已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

理的道路。”［17］（P296）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

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31］

（P109）因此，在21世纪的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个适应时代需要发展

这个哲学基础的理论任务。而这个发展的思想资源和出发点，只有通过深入地总结和反思这个哲学基

础的探索与形成过程，才能真正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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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Weiw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communists firstly had different views on philosophy and then took materialist con‐

ception of history as the main cont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basis of philosoph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condly developed the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o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us Mao Zedong shifted the exciting point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ontol‐

ogy to epistemology and established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The Theory of Practice'', which made ma‐

terialist dialectics the world outlook and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s, therefore made The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 obtained the correct line of thought and formed the basis of his own philosophy.

Key word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ma‐

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materialist dialectics; epistemology; Mao Ze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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